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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势  而  变 
——应对中国周边外交的变化与挑战

张　洁 

从 2010 年开始，中国与周边

国家关系的互动进程，正在告别

过去十年的稳定态势，进入了一

个战略摩擦期。面对周边环境的

新变化，中国需要统筹参与外交

事务的各种行为体，向世界及时、

准确和清晰地传递中国和平崛起

的意愿，争取国际话语权，构建

一个有利于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

周边安全环境。

历史转折点

从 2010 年开始，中国的周边

形势出现了一些明显变化。

第一，美国开始实施“回归

亚洲”战略，这是中国周边环境

中的一个最大变化。在地区安全

秩序上，美国借道双边同盟重返

亚洲，并首次参加了东亚峰会，

试图构造针对中国的“雁型安全

模式”；在地区经济秩序上，美国

以主办 APEC 峰会为契机，提出

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

的框架协议，试图阻止中国主导

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进程。美国

的重返加大了周边国家对中国的

离心力，周边国家在安全上依赖

美国，在经济上分享中国发展的

红利，这种“二元悖论”使中国

面临着严峻的外交考验。

第二，海上安全成为中国周

边安全形势紧张的重要来源，中

国的海洋政策成为国际社会判断

中国是否能够和平崛起的“试金

石”。中国的深海战略已经触及美

国的亚太乃至全球利益，周边国

家借美国重返亚太之势，在东海

和南海问题上“合纵连横”，挑起

事端，制衡中国。海上争端将是

中长期影响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

主要因素，中国深海战略面临的

外部压力将常态化。

第三，传统的军事安全仍然

是中国周边形势最大的软肋，突

出体现在朝鲜半岛问题上。2010

年，天安舰事件与延坪岛事件的

发生，是自 1953 年朝鲜停战以来

不曾有过的。而美国和日本趁机

迅速介入，在朝鲜半岛西部和东

部海域进行规模空前的军事演习，

美、日、韩三边军事同盟雏形初现，

无疑给中国带来了安全威胁，使

朝鲜半岛出现了停战以来最严重

的危机。

第四，非传统安全问题成为

影响国家政权稳定和检验国家间

关系好坏的重要因素。2010 年中

国周边非传统安全形势凸显为水

的问题，诸如湄公河等跨境河流

问题直接影响到中国与中南半岛

国家的关系。2011 年缅甸密松水

电站的停建以及中国船员在湄公

河遭枪杀的惨案，都对中国的公

共外交和地区安全治理构成重大

考验。而发生在 2011 年 3 月的东

日本大地震及其灾难外交，则检

验日本与美国及其军事同盟体系

的紧密程度和亲疏远近，日本将

继续强化美日同盟。

归因于必然

中国周边环境的新变化可以

归因于中国、美国和周边国家三

方的力量对比变化和互动。2010

年是中国周边外交的重要节点。

这一年，经过多年的经济快速发

展和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中的

良好表现，中国的 GDP 总量终于

跃居世界第二、亚洲第一。中国

经济规模最终超越美国已经是大

势所趋，唯一不确定的是所需要

的时间长短。而经济实力对比变

化的实质是中国对美国在东亚地

区的安全与经济主导权的挑战。

因此，2010 年美国开始高调

重返亚太，2012 年又提出了在亚

太地区的“再平衡”，其目的是在

亚太地区构建新的“雁形安全模

式”。在这种模式中，领头雁是美国，

第二梯队是美日、美韩同盟，第三

梯队是美国与澳大利亚、泰国和菲

律宾等盟国的关系，第四梯队是美

国与越南、印度尼西亚、印度的关

系。第四梯队的显著特点是以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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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平台呈现出网络化发展趋势，是

美国塑造亚洲地区秩序的最广阔依

托。美国“雁型安全模式”最大的

目标是制衡中国，保持自身对东亚

地区安全秩序的主导权。而中国与

周边国家在东海问题和南海问题上

的摩擦，则成为美国重返亚太的重

要“抓手”。

周边国家对于美国的重返态

度不一，但多数给予了积极的响

应。对于与中国直接有领土领海

争端的国家而言，美国成为他们

抗衡中国的主要倚重力量，而对

于其他国家来说，对美国的欢迎

则是源于对中国崛起产生的警惕

和怀疑，他们希望区域外大国来

平衡中国的崛起是很自然的要求。

正如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所言，本

区域如果要有一个稳定的架构，

美国必须是其中的一部分，如果

只有中国，不仅不利于亚洲，也

不利于中国。

但是，一些周边国家的对华

政策很快开始回调，更多地希望

通过对话来约束和规范中国，而

不是完全与中国对抗。2011 年 7

月，中国与东盟国家签订《南海

各方行为宣言》的行动指针就很

好地说明了这种变化。

上述表现说明，对于中国的

崛起，中国自身和周边国家乃至

世界都没有做好准备。国际社会

尤其是周边国家对中国的警惕和

猜疑，有传统意义上对新兴崛起

国家的战略敌意，也有对中国崛

起的人性担忧。因此，中国周边

形势的恶化更多归因于中国崛起

中的一个必经阶段。随着中国力

量强大，中国的一举一动都会引

起周边国家的过度反应，尤其是

当中国略显强硬时，周边国家十

分敏感。应对这种新变化，中国

周边外交理念和组织形式都应该

做出创新性的变化。

创新助推

在中国周边外交政策的变革

中，除了政府这一传统的外交主

体以外，出现了许多新兴的参与

者，包括国内利益集团、传统与

新型媒体、海外企业与非政府组

织，以及个体国民，他们的观点

和行为使得公共外交成为影响中

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和中国的国际

形象的重要因素。

公共外交对于国家的外交关

系往往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

具有缓解和促进国家间关系的作

用。外交参与者的多元化丰富了

国家间交往的层次，除了传统的

政府间交流外，企业、民间组织

以及国民个体间的交往，有助于

增加国家关系的紧密度和稳定性。

另一方面，外交参与主体的多元

化增加了国家间关系的复杂性，

尤其是参与主体往往具有代表的

利益诉求不同，民族主义情绪更

为强烈等特点。在近两年周边热

点事件中，尤其是关于钓鱼岛和

南沙争端，媒体与民众对外交的

压力和话语权在明显增强，而他

们往往具有高涨的民族主义倾向。

从外交决策角度看，民族主义显

示了维护国家利益的民意支撑基

础，但如果民族主义缺乏理性支

撑，则会挤压外交协调的空间。

在对外传播中，不同的外交

参与主体承担着不同的历史使命。

国家仍然是最重要的主体。在中

国崛起的进程中，中国对周边事

务的应对，不再应该是被动式和

应急式的，而必须及时构建中国

的周边战略，同时，发挥主动意识，

加强话语权的建设，做好知识储

备，营造有利于自身的国际舆论

环境。而从长期来看，构建中国

的价值观是中国实现崛起的必要

组成部分。 

同时，对外传播的创新应该

立足于利用中国已有的外交资源，

继续依托几个支撑点，做出积极

的政策变革。首先，个体国民是

对外传播的重要载体，周边国家

的华人华侨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

和经济建设曾经发挥了重要的作

用，现在，中国的新移民群体在

迅速扩大，他们应该成为中国文

化的传播者和中国国际形象最生

动的代言人，而中国周边外交战

略对于新移民的引导和利用则具

有大有可为的空间。

其次，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

代，媒体具有强大的主观能动性，

能够直接制造有倾向性的国际舆

论，给一国政府制造外交压力。例

如，在 2010 年被热炒的“南海是

中国国家核心利益说”，曾经导致

外界对中国南海政策的误读，这相

当程度上“归功于”外媒的炒作。

最早关于南海是中国的核心利益的

报道可以追溯到 2010 年 4月 23 日

的《纽约时报》，但此文并没有更

多报道。直到 2010 年 7 月 3 日该

文被日本共同社引述后，才引起中

国和国际媒体的广泛报道，并对中

国的外交造成一定的压力。

因此，在中国周边热点问题

不断出现的过程中，媒体必须遵

守职业道德，力求客观、准确、

及时地进行报道，对外塑造一个

形象清晰、政策连贯的国家形象。

对内避免为了吸引民众眼球而断

章取义，煽动民族情绪。同时，

应该力求在中国争取国际话语权

的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

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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